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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土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
———基于土地产权历史情景的分析

仇童伟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文章在建构土地产权经历、产权历史情景与土地产权安全感知逻辑关联性的基础上，利用江

苏省和江西省的 １４１０ 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不同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中，土地确权对农民土地产

权安全感知的影响。 理论分析表明，土地确权的作用受产权历史情景和农民产权经历的影响，表现

出情景依赖和经验依赖特征。 在土地调整感知和失地风险感知表征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基础上，模

型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在土地调整较少而征地较多的产权情景中，土地确权抑制了经历过土地调整

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但对与征地相关的感知影响不显著。 第二，在土地调整较多而征地较少的产

权情景中，土地确权抑制了未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并提高了持有土地法律文书的

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 文章还发现，由于所处产权历史情景的差异，土地产权经历会扩大农民土地

产权安全感知的差异，土地确权在降低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方面的作用尚不明显。 据此，文

章从明晰土地法律、优化产权实施和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属认知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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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９８４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界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限，并规定了贯彻“大稳定、
小调整”的原则。 随后颁布和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物权法》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法规逐步强化了农民在法律层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十七届三中

全会提出的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则反映了中央对强化农地资产属性、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和提

高土地产权安全的重视。 但已有研究发现，二轮承包以来，农村部分地区仍存在定期调整土地

和土地法律文书发放不到位的情况 ［１］ ，加之区域之间制度执行的不一致，以及受农村传统惯习

及村庄自治等因素的制约，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普遍较弱 ［２］ 。 其实，法律和现实层面的土

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他们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发挥作用的。 农民的土地调

整感知越强，他们越倾向于降低对土地的长期性投资。［３］相反，当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较弱，农
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则会得到促进。［４］ 因此，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是理解农民土地行为决策的

关键。［３］

随着我国新一轮农地确权的开展，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能否因法律赋权得到提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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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学界普遍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土地登记确实可以提高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并激励农民

的房屋改善行为，但即使法律产权安全性不足，农户也会进行房屋改善投资。［５］这是因为，产权

安全并非建立在法律赋权的基础上，农户对土地征收或侵权的主观感知才是建构农户行为决策

的心理基础。［６］Ｍａ 等对中国地区的研究发现，土地权利持有情况、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信贷能

力、农户土地投资状况以及户主政治地位等因素，都会显著地影响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７］

但主体对事件态度的形成不仅受即时信息的影响，他们过去的经历对其当前的认知也存在重要

影响。［８］马贤磊等就通过识别农民的土地产权经历与产权情景的互动机制，发现土地产权经历

可能抑制土地产权情景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作用。［９］这与 ＭｃＧｕｉｒｅ［１０］关于过去议题可能

会干扰当前情景对主体态度的影响的结论一致。 而且，维果茨基对人类高级心理发展的分析也

表明，主体的认知是建构于历史情景之中的。 这就表明，农民关于土地产权的认知受到他们的

经历和即时政策的影响，而政策实施绩效本身取决于政策实施与农民主观意向的一致性 ［１１］ 。
很显然，现有研究大多只是将土地确权作为一个静态的独立因素加以考察，而忽视了其作用发

挥的主体依赖和情景依赖，导致他们的分析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１２－１５］ 。
鉴于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民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农业要素配置的影响较为依赖于农民的土

地产权安全感知，而土地产权感知的形成与农民的经历和产权的历史情境特征又具有高度相关

性，因此，本文将利用江苏省和江西省的 １４１０ 户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历史情

景中，土地确权对那些产权经历不同的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的

土地产权安全感知，以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二、指标界定与理论分析

（一）指标选择依据与情景设置

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是他们对未来可能失去土地，或土地权益遭受侵害的主观感

受 ［３］ 。 在当前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主要源于村庄内经常性的土地调整和地方政

府的行政性征收 ［９］ 。 为此，本文选取与之相对应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类型———农民对未来土地

调整的感知和失去土地的风险感知，这与 Ｍａ 等利用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感知表

征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有所不同 ［７］ 。 这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虽然是从法律维度来保护农

民土地权益免遭非法侵害的有效文书，但用农民对其保护土地的重要性感知来表征土地产权安

全感知，面临着情景依赖和间接性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公共治理层

面（法律规定）和村庄自治层面（传统惯习）表达的含义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属于公共治理层面的赋权表达，其指向的结果是制约政府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侵害。
在土地确权的界定方面，本文特指农地（承包地）确权。 在农户行为和认知的研究中，黄季

焜和冀县卿、胡新艳和罗必良通过土地确权与否这一事实，考察了土地确权对农户土地流转和

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１４，１６］Ｈｏｌｄｅｎ 和 Ｙｏｈａｎｎｅｓ、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和 Ｒｅｅｒｉｎｋ 则认为，土地确权或土

地法律文书的发放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５，１７－１８］这表明，土地确权作为一揽子

工程，已有研究大多采取土地确权发生或证书发放与否来表征其本质。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采

用农户的承包地是否已经确权作为刻画指标。
此外，文章也对农民的土地产权经历和土地产权历史情景进行了界定。 首先，土地产权经

历是农民经历的与产权界定、产权实施和产权管理等相关的事件。 根据治理层次的不同，又可

区分为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的产权经历。 按照马贤磊等的说法，农民的土地产权经历是指

过去发生的与土地权益密切相关的事件。 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土地调整经历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持有状况表征农民的土地产权经历。［９］正如上文关于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分类中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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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本文中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是从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两个层面界定的，为了保持经历与认知

的匹配，文章参照马贤磊等的做法，以土地调整经历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刻画农民

的土地产权经历。 需要提到的是，这里之所以利用土地法律文书来表达与失地风险感知相关的

经历，主要是考虑法律文书作为国家法律赋权的重要凭证，可以说是农民在公共治理中保护自

身土地权益或抵制非法土地侵占行为的主要工具。
其次，土地产权历史情景是动态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逐渐强化了农村

家庭承包制的基础地位和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但陈锡文等认为，目前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仍不够稳定，部分农村地区随着人口的变动和新增人口的土地需求不断调整承包地，部分

村干部强制流转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未报先征、不
报即征、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征收农民土地，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１９］而新一

轮的土地确权是在土地改革的历史情景中实施的，势必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制约。 尤其当土地

确权呈现出权属界定矛盾和行政干预等特征时，政策宣传不到位和农民知情权得不到尊重，都
将使得土地确权难以通过积极的信息传递提高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 在本文中，土地产权

历史情景是通过两个土地产权实施差异较大的省份———江苏省和江西省来表达的。 在江苏省，
二轮承包以来土地调整几乎停止 ［２０］ ，但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导致的农地非农化和土地

征收，则构成了公共治理层面土地产权不安全的主要来源。 而据 Ｍａ 等的研究，江西省受访农户

中有 ７０％在二轮承包以来经历过土地调整。［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交通不便利和地形

的复杂性，政府的征地行为在江西农村地区并不普遍。 而且，这两个省的土地产权实施差异也

与上述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阐述相一致。
（二）不同历史情景下农民土地产权感知的形成：机理分析

１．主体认知的形成过程：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阐述。 Ｆｉｓｋｅ 和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如果主体对事

件的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或者经历事件的频率越高，而且又积极关注情景中与该事件相关的

素材、特定刺激，他们就会形成关于某些概念或刺激的有组织、结构化的认知集合。［２１］这种基于

主体历史性经验形成的认知集合，实际上已经建构了主体关于事件的内隐态度或先验认知。 当

主体进行基于该先验认知的态度评估时，他们往往会寻求当前信息处理与先验认知的内在态度

一致性。［２２］对于人们为何要寻求前后态度的一致，Ｈｅｉｄｅｒ 和 Ａｂｅｌｓｏｎ 等认为，人们都是通过改变

尽量少的情感关系，以产生平衡的系统。［２３－２４］相反，如果我们从事的行为与我们的先验态度不

一致，就会产生认知失调或紧张的感觉。 尤其当先前已经形成的态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时，前
后态度的不一致将使得失调的程度最高。 相反，如果事件对主体的重要性不足或事件发生的频

率较低，那么引起主体心里不安的可能性就会下降。［２５］

但是，如果主体经历的事件使得他们形成了先验态度，当遭遇那些与先验态度不同但效力

较弱的论据时，他们对那些与先验态度不一致信息的抵抗力就会提高，从而使得主体更加坚持

之前的态度。 此外，如果主体根据过去议题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先验态度，在遭遇那些与先验态

度不同的论据之前，提供一些支持个体所持态度的积极论据是有助于保护先验态度的 ［１０］ 。 由

此可见，当主体所处的社会情景及个人经历对其态度的影响一致时，主体先验形成的态度将会

保持下去，并会降低那些与先验态度不一致的信息对主体态度的影响。 类似地，如果情景信息

对态度的影响与个人经历建构的先验态度表达的含义出现背离，那么在遭遇情景信息的干扰之

前获得某些对先验态度的支持，将会提高主体对不一致情景信息的“免疫力” 。 当然，如果情景

信息造成的压力过大，即使主体已经形成了先验态度，情景压力也可能使得主体根据情景信息

来调整自己的认知 ［２６］ 。
２．基于“土地确权＋‘产权历史情景＋产权经历’→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理论探讨。 土地产

权历史情景是指，农民所处村庄或区域中历史性的土地调整和土地行政性征收的频率；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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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经历则是由土地产权历史情景造成的土地调整经历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
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为国家赋权的法律文书，在我国部分村庄或地区由于政府对土地

的行政控制，或为了今后便于行政征收而延迟或拒绝将法律文书发放给农民①。 同时，已有研究

也指出，土地调整会降低土地生产效率 ［２７］ 、减少农户对土地的投入 ［２８］ 、抑制土地流转市场的发

育 ［２９］等，因此土地调整是刻画农民土地产权经历的有效指标 ［７，３０］ 。
在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与农民土地产权经历对土地确权实施绩效的影响方面，如果农民所处

的村庄或区域发生过多次土地调整，那么农民将主观地形成对土地调整可能发生的认知图式。
此时，农民没有土地调整的经历与其关于土地调整会发生的先验认知出现偏离，微弱的经验事

实可能会强化农民对土地产权不安全的主观认知，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土地确权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宣传不足、历史矛盾显化和行政干预等特征，进而强化了土地调整感知；如果农民的土地调整

经历建构了他们对土地将被调整的态度，与土地调整相关的经验事实则将进一步强化农民关于

土地调整的认知，即土地确权内含的地权稳定特征对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抑制作用会被弱化。
类似地，当农民所在区域已禁止或较少发生土地调整，未经历土地调整与土地产权情景内含的

产权安全特征是一致的，这将提高农民对土地不再调整的感知，并降低土地确权对土地调整感

知的影响。 换言之，当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与土地产权经历表达的产权安全性一致时，土地不再

调整的认知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使得农民对土地确权过程中的信息提取与先验认知保持一

致，表现在结果上就是土地调整感知不变。 如果农民经历了土地调整，此时土地产权经历与土

地产权历史情景不再一致，基于自身经历的判断②将使得农民更关注土地确权过程中与土地调

整相关的信息。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区域土地调整并没有形成很强的情景压力。 在中国农村，
土地调整大多是基于集体成员权展开的，农民不存在因土地调整而丧失土地经营权的可能性。
可以认为，土地调整造成的产权不稳定主要影响的是土地投资和农业绩效，即其导致的土地产

权情景压力要比土地的强制性征收小得多。
失地风险感知方面，如果农民所处环境中，征地发生频率较低或土地的经济价值不高，他们

的失地风险感知将处于较低水平。 当土地征收的情景压力较小时，农民很难从历史情景或周围

环境中获取关于土地征收的信息，这会促使他们更多地借助自身经历或法律文书持有状况进行

判断，从而增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作用效果。 具体而言，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他们将先验地形成对失去土地的恐惧感。 土地确权表征出来的政府行政介入和地块调

整，则会通过提供支持先验态度的信息，从而强化他们的失地风险感知。 相反，持有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则会激励农民选择性地识别土地确权中抑制政府不合法行为的信息，从而提高他们对

未来不会失去土地的感知。 类似地，当农民所处区域的土地经济价值较高或存在经常性的政府

征地行为时，这种较大的情景压力将使得土地产权历史情景比土地产权经历对农民的土地产权

安全感知产生更大的影响。 加之当前农村土地仍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吸纳功能，这种对

土地的依赖性或重视将使得农民给予土地征收更多的关注，进而导致土地征收的历史情景对农

民的失地风险感知的作用得到进行一步强化。 此时，土地确权的作用可能由于失地对农民存在

重要影响和产权情景不安全而被弱化③，即情景压力会降低土地产权经历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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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均为二轮承包时发放或延后发放的证书，与此次农地确权颁证的证书

不是一回事。
Ａｌｂａｒｒａｃｉｎ和 Ｗｙｅｒ认为，如果行为人对态度的经验很少，或者态度是涉及模糊、不重要等特征的问题时，他们往往会

依据自己的行为推测自身的态度或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 ［３１］ 。
政府的土地行政性征收与土地调整相比，前者由于其强制性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易失去的特征造成农民面临不安全的

产权情景时存在情景依赖。 后者则是基于农村集体成员权展开的，并不会由此剥夺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利。 因

此，当农民面临不安全的土地产权情景时，仍主要是先验态度（由产权经历建构）对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产生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组织了对江苏省北部的金湖县和灌云县、江西省西部

的遂川县和西北部的丰城市的农户调查，本次调查涉及到 ２０ 个乡（镇） 、７２ 个村的 １７２７ 户农

户。 研究区域的选择依据地理位置和区域的代表性，江苏和江西两省的自然特征、经济发展水

平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以及在新一轮土地确权进展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别，能够

较好地识别不同产权历史情景中，不同制度实施阶段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变化特征。 为保

证调研质量，调查步骤如下：其一，为保证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在两个省的四个县各选取 ５ 个乡

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 ４ ～ ５ 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 ２０ ～ ３０ 户农户；其二，参与此次调研的调查员

均为研究生，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对调查员进行了统一的调查培训，对调查问卷涉及的相关内

容进行了解释，明确相关问题的含义，最大程度地保证调查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经过对不适宜

本研究样本的处理，最终采用的样本包括 ７１ 个村的 １４１０ 户农户，其中用来考察土地调整感知

的样本为 １０４５ 户，用来考察失地风险感知的样本为 ９４８ 户，二者包含了 ５８３ 个相同的样本

农户。
（二）变量定义与样本描述

１．因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和失地风险感知，在调研中让农民回

答了“未来 ５ 年土地调整的预期”和“未来你家失去土地的可能性”两个问题。
２．主要自变量。 主要自变量包括土地确权、土地调整经历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

况。 在调研问卷中，对于土地是否已经确权到农民名下设置了“是” “否”和“不清楚”三个选项，
文章的处理方式包括：第一，将回答“不清楚”的农民归入“否”的农民一类；第二，直接剔除回答

“不清楚”的农民，仅保留其余两类样本。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农民对确权与否回答不清楚与回

答没有确权存在本质区别，但按照事件发生与农户认知形成的关系来看，不清楚与未发生均属

于对农民的较低刺激（与确权相比） 。 同时，这也是 Ｍａ 等检测模型稳健性采用的方法。［３２］其
次，农民的土地产权经历采用土地调整经历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进行刻画。 这里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二轮承包时发放及延后发放的法律文书，并非此次土地确权颁证过程中

发放的。 第三，土地产权的历史情景差异，是根据江苏省和江西省的土地调整和土地征收的实

际状况界定的，在实证部分是通过分别估计两个省的样本来体现的。
３．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它变量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本文也识别了户主特征变

量①、家庭特征变量、土地特征变量和区域虚拟变量。 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

教育程度及户主非农就业经历；家庭特征包括与土地经营相关的家庭劳动力和农业固定资产；
土地特征包括家庭人均耕地的数量和承包地地块数；村庄特征包括村庄的位置和村庄的经济水

平；此外，为控制区域无法观测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对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文中也

识别金湖县和灌云县的区域虚拟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参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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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采用户主特征变量的原因是，在家庭决策和信息的传递方面，户主因为天然的家庭“领袖”地位会对家庭成员的信息

处理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对于农民自身的感知来说也是严格外生的。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土地调整感知① １ ＝未来五年内会调整，０ ＝未来五年内不会调整 ０．３６７ ０．４８２

　 失地风险感知② １ ＝可能失去土地，０ ＝不可能失去土地 ０．２６５ ０．４４１

主要自变量

　 土地确权③
１ ＝已确权，０ ＝未确权或不清楚 ０．４２２ ０．４９４

１ ＝已确权，０ ＝未确权 ０．５１５ ０．５００

　 土地调整 １ ＝经历土地调整，０ ＝未经历土地调整 ０．３１４ ０．４６４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１ ＝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０ ＝未持有 ０．７４７ ０．４３５

户主特征变量

　 户主性别 １ ＝男性，０ ＝女性 ０．９６４ ０．１８５

　 户主年龄 岁 ５６．０７２ １０．２３３

　 户主受教育年限 年 ６．７３５ ３．１０３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 １ ＝有非农就业经历，０ ＝没有非农就业经历 ０．２０６ ０．４０４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半年以上外出务工率 家庭半年以上务工人数占家庭总人数比重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５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 元 ６０７０．８５７ ２６０６４．９２０

土地特征变量

　 人均耕地面积 亩 １．６８０ １．６０１

　 家庭承包地地块数 块 ５．３５９ ３．８２４

村庄特征变量

　 村庄位置 村庄离最近城镇的距离（里） ９．１６４ ６．６０８

　 村庄经济水平 村庄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元） ６９０２．２７８ ３２４６．１４８

区域虚拟变量

　 金湖县 １ ＝金湖县，０ ＝其他 ０．２５３ ０．４３５

　 遂川县 １ ＝遂川县，０ ＝其他 ０．２４４ ０．４３０

　 　 注：①土地调整感知描述采用的是 １０４５ 个样本进行的统计；②失地风险感知采用的是 ９４８ 个样本进行的统计；③是否确

权变量的第一种处理方式采用的是 １４１０ 个样本进行的统计，第二种处理方式采用的是 １１５６ 个样本进行的统计，其余变量均

是采用 １４１０ 个总样本进行的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模型选择

为考察不同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下，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差异，
本文采用了包含交叉项的模型。 基本表达式如下：

Ｙ ｉ ＝ ａ０＋ａ１Ｘ ｉ＋ａ２Ｚ ｉ＋ａ３Ｘ ｉ×Ｚ ｉ＋∑ｎ＝ １ａ４Ｄｎｉ＋ε ｉ （１）

式 １ 识别了四组基本模型，模型 １：Ｙ ｉ 表示土地调整感知，Ｘ ｉ 表示土地调整经历。 Ｚ ｉ 表示土

地确权状况，１ 表示已确权，０ 表示未确权或农民不清楚是否确权。 Ｘ ｉ ×Ｚ ｉ 为交叉项，Ｄｎｉ表示户

主特征、土地特征、区域特征等变量，ａ０ 为常数项，ａ１ ～ ａ４ 为待估计系数，ε ｉ 为误差项，并符合正

态分布。 模型 ２：Ｚ ｉ 表示土地确权状况，１ 表示已确权，０ 表示未确权，其余变量定义与模型 １ 中

一致。 模型 ３：Ｙ ｉ 表示失地风险感知，１ 表示未来可能失去土地，０ 表示不可能失去土地。 Ｘ ｉ 表

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 Ｚ ｉ 表示土地确权状况，１ 表示已确权，０ 表示未确权或农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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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是否确权，其余变量定义与模型 １ 中一致。 模型 ４：Ｙ ｉ 表示失地风险感知，１ 表示未来可能

失去土地，０ 表示不可能失去土地。 Ｚ ｉ 表示土地确权状况，１ 表示已确权，０ 表示未确权，其余变

量定义与模型 １ 中一致。 考虑到四组模型的因变量均为二元变量，文章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其进

行估计。
在考察了不同土地产权情景中土地确权的作用后，文章还试图探究在那些农民的土地产权

安全感知业已形成差异的产权情景中，土地确权是否会弥合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差异。 为此，
本文利用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方法分析了土地确权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的影响。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

是将不同变量对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的影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特征效应，第二部分是

特征回报率效应（即系数差异） 。 具体的模型如下：

Ｙ １－Ｙ ２ ＝ β２（Ｘ１－Ｘ２） ＋（ β１－β２）Ｘ１ （２）

式 ２ 识别了两组模型，第一组模型：Ｙ １ 和Ｙ ２ 分别表示江苏省和江西省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的几何平均值，β２（Ｘ１－Ｘ２）表示特征效应，（ β１ －β２） Ｘ１ 表示特征回报率效应；第二组模型：Ｙ １ 和

Ｙ ２ 分别表示江苏省和江西省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的几何平均值，特征效应和特征回报率效应与

第一组模型中一致。
（二）不同产权历史情景下土地确权对土地调整感知的影响

表 ２ 汇报了土地确权影响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估计中，变量

的显著性和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说明估计结果比较稳健。 但引入交叉项的模型无法识别不同土

地调整经历下，土地确权对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偏效应。 为此，表 ３ 给出了土地确权对具有不

同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的边际影响。 结果表明，在土地调整几乎不再发生的江

苏省，土地确权只是提高了那些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在土地调整较为频繁的

江西省，土地确权只是提高了那些没有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原因在于，江苏省在二轮承包以来已基本停止了土地调整，即农户面临的情景压力相对较

小。 此时，土地调整经历很可能成为主导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因素，并使得农民选择性地识别

土地确权中支持土地调整的信息，以保持论据与先验经历的一致。 相反，对于二轮承包以来仍

频繁调整土地的江西省，如果农民经历过土地调整并且可以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土地调整的信

息，土地确权的作用将被土地调整的历史情景和强化了的土地调整感知所抑制。 也就是说，在
情景与经历一致时，土地调整情景先验地形成了农民关于土地调整的认知集合，会使得基于认

知一致性的土地调整感知变得很强，此时农民从土地确权中搜集的支持土地调整的信息并不会

改变先验认知。 即使是土地确权表征出土地调整的信息，为保持认知的一致性，土地确权中表

征出来的支持土地调整的信息也会被弱化。 但是，如果农民没有经历过土地调整，那么土地产

权历史情景与土地产权经历包含的产权安全特征是不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土地确权呈现出来

的土地边界重新界定和行政干预会提高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当然，两个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差异，还可能受到区域经济、农业种植结构、农村劳动

力结构以及土地资源特征的影响，但这些内容对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影响大体是通过干扰农地

经营权的稳定性发挥作用的。 即资源属性和文化特征造成的土地调整问题，仍是两个区域农民

土地调整感知形成的重要情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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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土地确权对土地调整感知的影响

　 　 　 　 　 　 变量
江苏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江西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主要自变量

　 土地调整 －１．０９２∗∗（ ０．４７３） －１．０２９∗∗（ ０．４７４） ０．６７９∗∗（ ０．３２４） ０．６４９（ ０．４５５）

　 土地确权 －０．２８４（ ０．１７９） －０．２２８（ ０．１９５） ０．６１９∗∗∗（ ０．２２９） ０．５９５∗∗（０．２７５）

　 土地调整×土地确权 １．５００∗∗（ ０．７２８） １．４８０∗∗（ ０．７２３） －０．７１３∗∗∗（ ０．２５９） －０．８２３∗∗（ ０．３５８）

户主特征变量

　 户主性别 －０．９６８∗∗（ ０．４０２） －０．７７３∗（ ０．４８４） －０．５１４（ ０．３９４） －０．８３１（ ０．５１３）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０．０１１）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１（ ０．２８４）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 ０．２２０（ ０．１５６） ０．２３２（ ０．１７４）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０） ０．３３１（ ０．２８４）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半年以上外出务工人数 －０．１１８（ ０．３３６） －０．０６３（ ０．３４２） －０．６７０∗∗（ ０．３２４） －０．６４５∗（０．３５０）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对数）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５） ０．４０３∗∗（ ０．２１３） ０．５０１∗∗（０．２１３）

土地特征变量

　 人均耕地面积（对数）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０）

　 家庭承包地地块数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村庄特征变量

　 村庄位置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０．０１４）

　 村庄经济水平 ０．１９２（ ０．２９７） ０．２３０（ ０．３０９） －０．５６３∗∗∗（ ０．２１３） －０．９４０∗∗∗（０．２０９）

区域虚拟变量

　 金湖县 －０．１０４（ ０．３２６） －０．１２３（ ０．３５１）

　 遂川县 －２．００７∗∗∗（ ０．２７７） －２．３２４∗∗∗（０．３４１）

　 常数项 －１．８９１（ ２．５３１） －２．５４２（ ２．７３４） ４．７４９∗∗∗（ １．７８４） ７．７９３∗∗∗（１．８７８）

　 观测值 ４６７ ４１４ ４７６ ３６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各模型的膨胀系数依次为 １．３３、１．３４、１．６７ 和 １．８３，表明估

计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３　 土地确权对土地调整感知的边际影响

土地调整经历
江苏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江西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模型 １

　 土地调整 ＝ ０ －０．０８２ －１．５７ ０．１７０∗∗∗ ２．６６

　 土地调整 ＝ １ ０．２４２∗ １．６３ －０．０２６ －０．５３

模型 ２

　 土地调整 ＝ ０ －０．０６２ －１．１７ ０．１５２∗∗ ２．０６

　 土地调整 ＝ １ ０．２６５∗ １．６５ －０．０５７ －０．９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江苏省样本中，户主为男性弱化了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主要

原因是，男性相对女性而言，行为能力更强，更容易保护土地。 而且，男性会比女性更多地参与

村庄事务，使他们对土地不再调整的信息捕捉得更全面；户主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农民的

土地调整感知。 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越多，外出就业很可

能降低对承包地的保护，进而提高了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３３］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提高了农民的

土地调整感知，固定资产越多意味着土地调整越可能造成农业生产中的沉没投资的损失，继而

提高了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恐惧。 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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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样本中，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对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影响与江苏省农民类似；户主年

龄对土地调整具有正向激励。 很显然，在土地调整频繁的江西省，户主年龄越大，他们对土地调

整的经验越丰富，并会将这种信息在家庭内部扩散；家庭非农就业率提高了农民的土地调整感

知，这是因为，在土地调整频发的区域，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对土地的直接保护，会提高他们的土

地调整感知；村庄经济水平与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负相关，原因是，较高的经济水平使得地区法

制化和土地法律实施更为充分。 加之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会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弱化了

他们的土地调整感知。 此外，与丰城市的农民相比，遂川县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较弱，其余控制

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三）不同产权历史情景下土地确权对失地风险感知的影响

表 ４ 汇报了土地确权影响农民失地风险感知的估计结果，表 ５ 给出了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持有状况不同的情形下，土地确权对他们失地风险感知的边际影响。 结果表明，在征地

较为频繁的江苏省，土地确权对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无显著影响。 主要的原因是，在江苏省，快
速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农村土地易被政府直接征收或以租代征，村级精英治理和行政

嵌入型村庄治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 虽然理论部分谈到土地产

权情景与土地产权经历的互动性，但很显然，征地的历史情景信息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情景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情景压力已经锚定了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并建构了非常明确的主体态度。 土

地确权内含的约束政府行为的内容也因为认知一致性需求，限制了它的作用发挥。
表 ４　 土地确权对失地风险感知的影响

变量
江苏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江西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３ 模型 ４

主要自变量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０．１０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４（ ０．１９５） ０．１１６（ ０．２１８）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７）

　 土地确权 －０．３１８（ ０．２７４） －０．２０６（ ０．２９５） ０．６３７∗（ ０．３７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９８）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确权 ０．３７６（ ０．２６６） ０．２０９（ ０．２９５） －０．９６０∗∗（ ０．３９２） －０．６２８∗（０．４０５）

户主特征变量

　 户主性别 ０．６８９（ ０．４８３） ——— ０．５０４∗∗（ ０．２６１） ０．８７４∗（０．５２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６）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 ０．０１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５） －０．３０４∗（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８）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半年以上外出务工人数 －０．１９８（ ０．３８８） ０．０６８（ ０．３９８） ０．３９６（ ０．３６４） ０．２８６（ ０．３６２）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对数）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１５４） ０．２２５（ ０．１９４）

土地特征变量

　 人均耕地面积（对数）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２∗（０．０６７）

　 家庭承包地地块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村庄特征变量

　 村庄位置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村庄经济水平 ０．０４８（ ０．１６６） －０．０２３（ ０．１８１） ０．２６０∗（ ０．１６４） ０．２２７（ ０．１８０）

区域虚拟变量

　 金湖县 ０．１５１（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２３）

　 遂川县 ０．０４５（ ０．２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２４４）

　 常数项 －２．１７３（ １．６９９） －１．１７３（ １．７８５） －２．３９３（ １．６６５） －２．７７６（ １．７５１）

　 观测值 ４６２ ３８５ ４０４ ３２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各模型的膨胀系数依次为 １．７９、１．８１、２．５３ 和 ２．４６，表明估

计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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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征地发生频率较低的江西省，土地确权降低了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失

地风险感知，但提高了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 这是因为，江西农村

地区的土地市场价值偏低，造成农民被征地的频率和风险也较低，造成他们更多地依据自身持

有的法律文书和对土地确权的主观猜想来推测未来征地发生的可能性。 当土地征收较少发生

的历史情景和持有土地法律文书的经历内含的产权安全特征一致时，土地产权安全的先验认知

会激励农民选择性地从土地确权中，搜集那些支持地方政府不会侵权的积极信息，以保持认知

的一致性。 同理，当情景压力较小，农民会通过自身的土地法律文书持有状况先验建构自身的

土地产权感知，未持有土地法律文书会使得农民更易识别土地确权中的行政干预信息，以降低

前后认知不一致造成的失调感。
其余控制变量方面，江苏省样本中，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和区域特征均对农民的

失地风险感知无显著影响。 原因是，在苏北地区，农民对征地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历

史性的经历和周边征地发生的频率；江西省样本中，如果户主是男性，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更

强。 原因是，在农村，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接触与征地有关的活动，而且户主也因其地位优势更

易将征地信息在家庭中扩散。 户主受教育程度弱化了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表明对于政策和法

律的认知有助于降低农民不安全的土地产权感知。 村庄经济水平提高了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
表明征地的发生与地区经济和土地市场价值密切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在土地征收较为普遍的

江苏省，村庄经济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表 ５　 土地确权对失地风险感知的边际影响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
江苏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江西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模型 ３

　 土地证书 ＝ ０ －０．０９２ －１．１９ ０．２２７∗ １．８１

　 土地证书 ＝ １ ０．０１７ ０．４７ －１０２∗∗ －２．３３

模型 ４

　 土地证书 ＝ ０ －０．０５７ －０．７１ ０．１３３ ０．９０

　 土地证书 ＝ 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８４∗ －１．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四）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

为进一步分析两省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及土地确权对其的影响，表 ６ 利用表 ２ 和

表 ４ 的回归，分别对两省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和失地风险感知的差异进行了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 结果

表明，江苏省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明显低于江西省的农民。 其中土地调整的特征差异对两省农

民的土地调整感知差异的贡献率为 ７０．７９％，特征回报率差异的贡献率为 １００．４０％。 这表明，江
苏省与江西省的土地调整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土地调整经历对江西省农民的土地调整感

知具有更大的影响。 土地确权的分解结果则表明，江苏省和江西省的土地确权实施状况并不存

在明显差异。 特征回报率无明显影响则表明，目前土地确权并不会缩小两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的差异。
此外，江西省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略高于江苏省农民，两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特征差

异和特征回报率差异对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差异的贡献率并不显著。 一方面是因为，两省农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持有率差异不大。 另一方面，特征回报率影响不显著则表明，法律文

书对两省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的作用无明显差异。 其次，土地确权的特征差异和特征回报率差

异对两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差异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确权的实施对两省农民的

失地风险感知差异无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土地确权在两省均处于推进阶段，对农民征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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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差异的作用尚未显现。
表 ６　 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

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模型 １ 模型 ２

土地调整感知差异分解 贡献率（％） 土地调整感知差异分解 贡献率（％）

江苏与江西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差距 －０．２４８∗∗∗ １００ －０．２７０∗∗∗ １００

土地调整

　 特征差异 －０．１７６∗∗∗ ７０．９７ －０．１６２∗∗∗ ６０．００

　 系数差异 －０．２４９∗∗∗ １００．４０ －０．２２１∗∗∗ ８１．８５

土地确权

　 特征差异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１．１１

　 系数差异 －０．０２９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６ ２．２２

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模型 ３ 模型 ４

失地风险感知差异分解 贡献率（％） 失地风险感知差异分解 贡献率（％）

江苏与江西农民失地风险感知的差距 －０．０４８ １００ －０．０４９ １００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特征差异 ０．００７ －１４．５８ ０．０１９∗ －３８．７８

　 系数差异 ０．０７４ －１５４．１７ ０．１８３∗∗∗ －３７３．４７

土地确权

　 特征差异 ０．００５ －１０．４２ ０．００７ １４．２９

　 系数差异 ０．０２７ －５６．２５ ０．０２７ ５５．１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综上所述，土地产权经历和土地确权对两省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的影响中，特征回

报率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大于特征差异的贡献率。 同时，土地产权经历的差异倾向于扩大两省农

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 具体来说，与江苏省较低的土地调整发生率相比，江西省较高的

土地调整频率会提高土地调整对农民土地调整感知的边际影响。 但土地确权由于尚处于过渡

阶段，加之农民对土地确权的整体认知度不足，导致它的作用绩效被土地调整历史情景掩盖而

暂未显现。 这也表明，政策实施是存在时滞的。 正是由于存在该特征，在新一轮土地确权的过

程中，需要更多地关注土地产权历史情景对政策实施的作用差异，并适时作出相应调整。 避免

因忽视情景差异造成政策实施陷入路径依赖，进而导致农村土地产权的实施呈现差异化，甚至

出现实施逻辑和基层治理方式的冲突。
就土地确权的过程来看，目前出现了诸如农民占地过多，村干部对土地确权认识和宣传不

足，将以往简单问题背后的复杂性暴露而引发纠纷等问题。 这一方面不利于确权的进一步开

展，另一方面，此次改革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也未可知。 反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

历程，虽然政策和法律相继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但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土地承包关

系不稳定、土地调整和行政侵权，势必降低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 而江苏省与江西省作为

两个经济和土地制度差异较大的省份，前者的快速城镇化导致土地征收的高频率和土地调整的

低频率 ［２０］ ，江西省农村地区的土地调整传统则使得这种自发的土地治理模式仍具有较强的生

命力 ［７］ 。 但新一轮的土地确权是在土地改革的历史中完成的，它的推进不仅受到历史遗留问题

的制约，也受到农民先验认知的影响。 尤其是当前土地确权的宣传尚不到位、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矛盾显化和行政干预，都可能造成政策实施目的与农民的土地产权感知不一致，并可能降低

政策实施绩效。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实际调研中受访者往往存在不诚实报告自身想法

的情形 ［３４－３５］ 。 为此，文章对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和征地风险感知做了如下处理：上文仅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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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回答“可能”和“不可能” （土地调整或失去土地）的农民群体，但问卷中还涉及回答“不清

楚” （土地调整或失去土地）的农民样本。 这部分农民关于土地调整和征收的感知处于模糊状

态，即他们有可能担心产权不稳定，也可能并不担心土地侵权。 因此，文章对因变量重新赋值，
“可能”赋值 ３、“不清楚”赋值 ２、“不可能”赋值 １，并视其为连续变量，采用 ＯＬＳ 模型估计模型 １
到模型 ４。 此外，模型也面临遗漏变量的可能。 参照高琳引入区域经济特征的做法 ［３６］ ，文章也

采用了村庄虚拟变量以控制更小地理单位上的差异。 对比表 ７ 与表 ２ 及表 ４ 的估计结果，主要

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基本保持一致。
表 ７　 稳健性检验Ⅰ

变量
江苏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江西省农民土地调整感知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土地调整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８３） ０．１８１∗（０．１０２）

土地确权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７）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８）

土地调整×土地确权 ０．３５０∗∗（ ０．１６３）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６）

变量
江苏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江西省农民失地风险感知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３ 模型 ４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０）

土地确权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７） ０．２４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４）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确权 ０．２７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９６∗（ ０．１２１） －０．３６６∗∗（ ０．１８９） －０．３０５（ ０．２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８　 稳健性检验Ⅱ

变量 匹配方法
土地调整感知 失地风险感知

江苏省农民 江西省农民 江苏省农民 江西省农民

土地确

权的 ＡＴＴ

效应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１）

Ｋｅｒｎｅｌ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上表中的土地确权只包括确权和未确权，农民的土地产权

安全感知保留了回答“可能”和“不可能”的样本。 表 ９ 同。

表 ９　 平衡性检验

变量

土地调整感知 失地风险感知

江苏省农民 江西省农民 江苏省农民 江西省农民

％ｂｉａｓ ｔ－ｔｅｓｔ ％ｂｉａｓ ｔ－ｔｅｓｔ ％ｂｉａｓ ｔ－ｔｅｓｔ ％ｂｉａｓ ｔ－ｔｅｓｔ

土地确权 ４．６ ０．３０ －３．５ －０．３２ ９．０ ０．６０ －４．６ －０．３０

户主性别 －７．４ －０．４５ ２０．７ １．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０

户主年龄 －８．０ －０．５５ －１１．８ －１．０６ －９．３ －０．６６ ３．２ ０．２２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５．０ －０．３４ ８．１ ０．７８ －１．２ －０．０８ ２．８ ０．１９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 －２．８ －０．１７ ４．８ ０．４６ －２５．７ －１．６２ －１５．３ －０．９９

家庭半年以上外出务工人数 －２．６ －０．１７ －６．９ －０．６３ －１５．３ －０．９６ －２１．２ －１．３７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对数） －１４．６ －１．００ １６．８ １．４９ ７．３ ０．４９ ３．７ ０．２３

人均耕地面积（对数） １．２ ０．０９ ２．９ ０．２３ ２．１ ０．１５ ０．３ ０．０３

家庭承包地地块数 －１９．６ －１．２８ －５．９ －０．５４ －９．６ －０．６０ －１２．７ －０．７５

村庄位置 －５．９ －０．３９ １４．６ １．５２ －１３．４ －０．８７ －５．７ －０．４１

村庄经济水平 １４．４ ０．９９ －５．０ －０．４６ ３．７ ０．２６ １．７ ０．１１

金湖县 ７．０ ０．４６ －１８．０ －１．２０

遂川县 －２．８ －０．２８ －４．６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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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面临内生性的挑战。 考虑到土地确权往往会根据农户或村庄特征等有选择地在某

些区域实施，造成政策执行不具有随机性，进而导致样本的选择性偏差。 参照 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和

Ｋｏｐｅｉｎｉｇ 以及 Ｌａｎｚａ 等的做法 ［３７－３８］ ，作者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对土地确权与农民土地

产权安全感知的相关性进行了估计。 如表 ８ 所示，采用 ＰＳＭ 估计后，土地确权的 ＡＴＴ 效应均不

显著，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即农民并不会因为参与确权与否而存在土地

产权安全感知的变化。 根据表 ８ 的估计，文章也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了土地确权的影响，结果发

现四组模型中土地确权变量估计系数对应的 ｐ 值分别为 ０．３６７、０．５４１、０．７６３ 和 ０．１３７，说明采

用 ＰＳＭ 方法并未显著改变土地确权的影响。 表 ９ 也对 ＰＳＭ 估计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

引入模型变量的偏差均未通过 ｔ 检验，也就是说样本的平衡性较好。 可以认为，随机抽样有助

于降低土地确权的内生性风险。 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了主要自变量的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思考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江苏省和江西省的 １４１０ 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处于不同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中

的农民，土地确权对他们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差异。 理论分析表明，在农民的土地确权认

知度较低的阶段，土地确权难以提高他们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产权历史情景和产权经历也会

制约土地确权的绩效发挥。 实证结果表明：（１）土地确权提高了江苏省经历过土地调整和江西

省未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 （ ２）土地确权提高了江西省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但降低了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 同时，
土地确权对江苏省农民的失地风险感知无显著影响。 （ ３）对处于不同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中的

农民，土地调整经历的差异扩大了他们的土地调整感知差异。 土地确权因尚处于实施阶段，并
未显著改变不同地区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差异。

（二）进一步讨论

本文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历史情景中，土地确权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

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新一轮土地确权的目的是，通过重新确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

层面赋予农民对土地更为全面的用益物权，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但即使在土地确权以前，农地经营权就已经开始流转。 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

保功能在目前尚未普及，其面临的标的物难以变现和高风险性都使得农地抵押的操作性不强。
那么新一轮的土地确权是否真的可以促进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产化，还
是如贺雪峰 ［３９］所言，此次土地确权只是劳民伤财之举仍值得商榷。 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土地

确权绩效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是否会对改革作出必要的反馈。 其次，这一反馈的直接动力源

于，农民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接受土地确权会进一步保护他们的土地财产权益这一事实。 换言

之，土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对此次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那些所处土地产权历史情景差异较大的农民，土地确权总体上或对他们的土地产

权安全感知无显著影响，或提高了农民不安全的土地产权感知。 这一方面表明，政府在推进土

地确权的过程中，忽视了制度绩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策目的与农民主观认知的一致性。 另一

方面，土地确权涉及的土地边界重新界定和造册登记，面临着诸如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地界纠纷

频繁等问题，都可能将以往简单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进一步显化。 加之政府介入过多，这些因素

很可能加强土地确权与土地产权不安全之间的联系。 因此，土地确权不仅是重新界定土地边界

或从法律层面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更应该透过此次改革，纠正二轮承包以来农村地

区不安全的土地产权情景。 通过诸如加强农民关于土地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积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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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农民参与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监督和执行等措施，从认知和经历两个层面纠正农民土地产

权不安全的先验认知。 当然，对于土地产权历史情景存在差异的地区，应从优化产权情景和提

高农民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度等层面，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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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地确权对农户认知或行为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农户类型的问题。 例如，傅晨和任辉就按照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将其

进行区别，并通过不同制度设计契合农户的土地诉求 ［４０］ 。 其次，从农户对土地的情感依附来看，罗必良通过识别农户对土地

的禀赋效应，表明作为人格化财产的土地具有表达情感、归属和身份的作用 ［４１］ 。 因此，下一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户

的类型划分，进而考察土地确权实施绩效差异化的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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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期 仇童伟：土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


